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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胜于雄辩
－－－新见萧友梅珍贵历史文献读后
Facts Speak Louder

收稿日期：2006－02－25
作者简介：戴鹏海（1929－）男�上海音乐学院教

授（上海200031）。
① 廖辅叔在回忆萧友梅先生时说：“由于第一次

世界大战打得难解难分�海陆交通都陷于断绝状态�他
不能立即返回�于是又转到柏林大学听课�并在歌咏学
社（Singaka demie）研究合唱艺术。”（1993：38）萧淑娴在
回忆萧友梅时说：“时值欧战方酣�延至民国九年始能
回国。”（1993：105）戴鹏海曾说：“本来萧友梅留德获哲
学博士学位后就打算回国的�但是当时欧战正酣�交通
受阻�汇兑不通�难以成行�便改去了柏林。”（1993：241）

摘 要：本文是读了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不得一见的珍贵史料显露真容后�深受鼓舞而作的
读后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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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冬今春�友人黄旭东通过上音院办电子邮箱�
先后给我发来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

新发现的 《本部留德学生萧友梅学业成绩报告及请
予研究期限一年理由书》（原载1917年3月20日北
洋政府教育部颁发的《教育公报》第4年第4期。简称
《理由书》）和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
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

由及办法》（简称《理由及办法》）等两份史料。前者说
的是萧氏留德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缘何未及时回国；
后者说的则是萧氏在抗战爆发之初对音专办学如何

适应这一非常时期需要的新思路及所拟用以应变的

非常策略。因两者均出自萧氏手笔�其史料之真实性
自属无庸置疑。又因两者或刊政府部门“公报”�或为
国家馆藏档案�进行搜集之难�不啻大海捞针；一旦
寻觅到手�其史料价值则不仅弥足珍贵�且更具权威
性。因此读了这两篇尘封60余年始得一见的历史文
献�深受触动之余�复有“横空出世、石破天惊”之感。

所以触动至深�是由于建国以来有30年之久�
从来没有谁写过一篇有关萧友梅生平业绩的专文�
似乎中国乐坛从无其人。及至1980年京沪两地举办

活动纪念他逝世40周年后�虽有相关文章零星问
世�但凡涉及他滞留德国一事�包括他侄女萧淑娴和
同事廖辅叔均异口同声解释为非其所愿；作为与萧
氏素昧平生的后辈如我�在文章中也悉从自己一向
尊敬的长辈之说而依样画葫芦（且语气更肯定）①。现
在见到刚出土的 《理由书》才恍然大悟�原来萧氏获
博士学位后未如期回国�完全是出自他的本意。可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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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赵 1982年为汪毓和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》
一书所作〈序言〉中就提到：“‘学院派’容易产生脱离
实际、关门提高的倾向”�并认定“三十年代在学院派
和救亡派之间对音乐发展道路上的分歧和对立�这
也同样是历史事实。”（1982[2002]：II）

③ 萧友梅自1920年回国�先与杨仲子创办北
京女子高师音乐体育专修科；1921年分科后任音乐
专修科主任；中国高等院校设置音乐系科即自此伊
始。1922年他又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办相对独立的北
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�任实际主事的教务主任。及
至1927年�他再次襄助蔡元培创办我国第一所独立
建制的高等音乐院校－－－国立音乐院�先后任教务
主任及代理院长。1929年音乐院改制为国立音乐专
科学校后复任校长�直至病逝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
音专才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。吕文“几乎有30年”之
说�即源于此。

④ 此说�当指以下三件事：一、1929年�当时就
读国立音乐院的冼星海因反对校方对暑假期间留校

住宿的同学收取按规定缴纳的住宿水电费月租�带
头闹风潮。开学后�校方以学校业已改制为音专为由
而取消其注册资格。二、1930年国立音专学生张恩袭
（即张曙）因创排公演大型歌剧《王昭君》�未经请假�
擅自旷课次数超过校方颁布的明文规定�被作为退学
处理。三、1933年�聂耳报考国立音专小提琴选科�主
考富华因其技艺水平未达到考试要求而未被录取。

“非其所愿”之说虽绝无恶意�却纯属凭空揣测的“想
当然”。至于我�则更是因轻信陈说而未作进一步认
真取证所致�犯了史论文章理应重调查研究、重事实
依据的大忌。虽然“觉今是而昨非”�但“悟以往之不
鉴”�痛定思痛�教训良深！

所以用了 “横空出世、石破天惊” 这个超重量级
的形容词�并非虚张声势�蓄意夸大�而是一桩曾经
铁板钉钉、说了绝话、断然下了“判决书”的陈年历史
冤案�总算有了可以理直气壮为其讨个说法�彻底予
以平反昭雪的过硬凭据。

众所周知�上世纪30年代�萧氏及由他长期主
持校政的国立音专就背上了 “学院派” 的骂名�并被
当时新音乐运动的“一把手”吕骥打成“救亡派”的对
立面而成为众矢之的。所谓“学院派”�就是专给那些
被贬之为重技术、轻政治�重洋轻中�置你死我活的
民族斗争于度外�脱离人民�脱离实际�闷头钻进“象
牙之塔” 搞关门提高�以追求艺术至上为鹄的�热衷
于搞 “自我表现”的 “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音乐家”
取的统称或别称②。时至1951年�吕骥在为《河北民
间歌曲选》写的“代序”－－－《学习民间音乐中的几个
问题》一文中�更是进一步做出了 “中国高等音乐教
育几乎有30年是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方针指导下�走
着一切惟西洋音乐最崇高的错误路线③�结果许多创
作人才被窒灭了�被断送了④�这应该成为大家痛切
的教训” （1951：4）这一政治定性的断语。1983年贺绿
汀在《回忆黄自先生》一文中引用这段话时�对其矛
头所指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。尖锐指出：

“这几乎是判决书！几十年来的中国高等音
乐教育只能是唯一的老音专了。于是它命定成
为众矢之的�从30年代起�它就已经成了‘学院
派’�成了不折不扣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学校�是
‘窒灭’音乐创作人才的罪魁祸首。如果没有这
个倒霉的老音专�中国的音乐创作老早就繁荣
昌盛了。难道还不是‘大家痛切的教训’吗！因
此�萧友梅、黄自也就是当然的罪魁祸首了。”
（1983：296）

这段以嘲讽反讥的口吻和犀利无比的笔锋写成的话

语�无疑是掷地有声�说得痛快淋漓�使人回肠荡
气。然而它有如出自被告辩护律师之口的演讲�虽然
精彩�却独缺以事实为依据当众举证这一必不可缺
的环节�因此也就无法赖以结案�使被告起死回生�
反败为胜。而今《理由及办法》一出�吕骥对萧氏所下
的“判决书”也就随之不攻自破。因为它所陈述的一

切�不仅足证历来以 “救亡派” 自居者对目为其对立
面的所谓“学院派”扣的 “帽子”多属不实之词或夸大
其词�吕骥在其 “判决书” 中强加于萧氏的罪名更属
“莫须有”；而且反证抗战期间萧氏所思所想�与 “救
亡派”所作所为如出一辙�并无二致。这一点在《理由
及办法》中已经像“明镜似的”口头禅那样�说得再明
了透彻不过�完全用不着我在这里赘述。可见一件过
得硬、摔得响的史料所具有的“事实胜于雄辩”的说服
力�甚至使历史因此得以重写的冲击力何其巨大！将
其喻为“横空出世、石破天惊”�岂不信然！

读了《理由及办法》�我禁不住顺势向深处追问：
把人打成 “右派”是说他 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�把人说
成 “学院派”又是什么理由呢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
到底有没有实际存在的、与“救亡派”相对立的“学院
派”？它之所以被“救亡派”视为必须与之进行“斗争”
（参鸿倪1945[1959]：155）的对立面�是不是就因为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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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“救亡”、不愿“救亡”或反对“救亡”？如果此说不能
成立�那么所谓“学院派”与“救亡派”有“分歧”或相
“对立”之说是不是人为的、臆造的、具有明显排他性
的宗派主义产物？如此臆造又是出于何种目的？此说
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中国�对
于加强当时音乐界的团结以共赴国难、抵御日寇�究
竟是否有利？为什么时至上世纪80年代�“学院派”
之说还像幽灵一样在中国乐坛徘徊�迄今阴魂不散�
以至纪念黄自百年诞辰时�还有以《“学院派”首领黄
自》为题的专文（向延生2005：114～118）刊出。尽管
作者主观上是为 “学院派” 评功摆好�但却表现了对
这一定语的认同�岂不发人深思�令人深省！

毫无疑问�建国前的中国乐坛�既有音乐院校科
班出身�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�也有革命斗争行伍
出身�主要靠自学成才的音乐家。他们由于彼此的经
历、所受的教育、环境的影响以及工作对象的需要等
不尽相同�因而专业修养、思想观点、价值取向以及
审美标准等也必然有所差异。这些固然都是无可否
认的客观存在。也正因为如此�彼此磕磕绊绊�闹点
摩擦�发生龃龉�甚至数落对方�自然也就在所难
免。但是其一�无论科班出身或行伍出身�无非是艺
术经历的不同�并不能以此作为区分带有浓厚政治
色彩的“学院派”“救亡派”的依据；其二�尽管出身不
同�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�无论是抵抗日
本侵略或者反对老蒋独裁�从总体来看�他们的大方
向基本上都是一致的。既然如此�为什么不能求大同
存小异�用正确的办法来妥善解决上述纯属人民内
部的矛盾�而非要像划“右派”一样�硬把音乐界的一
批人视为另类�分成彼此水火不相容的这个 “派” 那
个“派”�非得争个长短对错高低的输赢来呢？难道能
够认为强调从大局出发就是放弃原则、搞调和、“和
稀泥”吗？折腾了半个多世纪�“学院派”之说实在是
可以休矣。何况现在随着《理由及办法》之被发现�不
仅对“学院派”的挞伐可以就此偃旗息鼓、鸣金收兵�
就是最早把萧友梅定为“学院派”的“始作俑者”的吕
骥�如果仍然健在�一旦得知《理由及办法》所陈述的
一切�我想他也肯定会服膺真理�悔不该当年 “门缝
里看人”的。

记得前年上海举办黄自诞辰百年及萧友梅逝世

的周年纪念活动期间�在研讨会上�我第一次从和黄
旭东一起专程来沪的汪朴所作的专题发言中听到有

关《理由书》的发现经过及大致内容�由于是首次披
露�极感新鲜和振奋。因此当会议结束前主持人点名

让我发言时�我除对 《理由书》帮我纠正了过去在有
关纪念萧氏的文章中依样画葫芦�犯了有悖史实的
错误表示感谢和自责外�还联系自己的错误着重谈
了两点看法：一是新发现的《理由书》说明�20世纪中
国音乐史的研究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尚待我们去发

现；二是下大力气对这片生荒地进行开垦还大有可
为。由于这一发现给了我们以信心和鼓舞�因此它的
意义也就大大地超过了史料本身所具有的价值。

无独有偶的是�去年我到北京参加刘雪庵百年
诞辰活动期间�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硕士研
究生郭翔在追思会上的专题发言中�介绍了她从抗
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在武汉编的一份油

印 “月报” 上�找到了刘雪庵用国民政府为刻在拟建
的抗日战争周年纪念碑上所撰四言体铭文谱写的一

首无伴奏四部合唱谱�并当众展示了复印件。据说她
是为写作抗战初期军委政治部三厅在武汉开展救亡

音乐活动的硕士论文搜集资料时无意间发现的�带
有几分偶然性。然而此前谁也不知道当年国民政府
曾有兴建抗战周年纪念碑的打算�且已有专人为之
撰写古体碑铭；更不知道刘雪庵还为其写过有白纸
黑字为凭的音乐作品。因此虽则只是一张薄纸的复
印件�但其意义却未可小觑。

有道是“有意栽花花不发�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�又
道是 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�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这一发
现�就像此前听到《理由书》之见于政府部门 “公报”
一样�不仅使我感到惊喜�同时也受到启示：谁会料
到刘雪庵这首从不为人知的抗战音乐之作�竟不是
发表在战时音乐刊物或稍带登载音乐作品的文艺杂

志、报纸副刊上�而是收入与音乐风马牛不相及的、
仅供内部阅读的 “军事月报”这种小册子上呢！因此
当天下午追思会的主持人点名让我发言�我便特别
谈到这个史料之被发现的意义�不仅止于让人知道
了刘雪庵的又一首抗战音乐作品�并由此证明他的
确是一位值得称颂的爱国音乐家�史料价值之珍贵�
自不待言；而且由于它对按照常规搜集史料的思路�
是一个重大突破�带有不拘一格的新特质�因此其意
义更是超过了史料本身的价值。

总而言之�随着上述尘封半个多世纪不得一见
的珍贵史料相继显露真容�为此深受鼓舞的我�对于
“世上无难事�只怕有心人”和 “只要功夫深�铁杵磨
成针”的古训�更是深信不疑。鲜活的事实不断向我
们昭示了一个这样的真理：只要我们像马克思所倡
导那样�用严谨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�对前人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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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一一加以检验而不囿于陈说；面对商潮涌动、物欲
横流的现实而不受其诱惑�甘耐寂寞�苦守青灯�锲而
不舍�皓首穷经�以移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为榜样�在
20世纪中国音乐史料领域中奋力开掘�就一定能够
不断“有所发现�有所发明�有所创造�有所前进”；就
一定能够大有作为�取得功在当代、德泽后世的成
绩。这应是我们这一代以研究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
为己任的学人责无旁贷的天职。
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应该就此打住。但是兴起时不

由得浮想联翩�忍不住想 “东施效颦”�学辛稼轩来一
回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�再写上一段。

古人有云�“兵马未到�粮秣先行”�且有“未雨绸
缪”之说。既然近年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史
料方面已陆续有重大突破�一批对搜集这方面史料饶
有兴趣、而且还是中青年的有心人也相继涌现�作为
国内乐坛玩“龙头”的中国音协�何不抓住这个势头趁
热打铁�不失时机地给上级领导部门打一份请示报
告�申请一笔费用�由所属理论委员会出面主持�交近
年来在搜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音乐史料和举办与
此相关的学术活动既有经验又有口碑的中央音乐学

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负责承办�于近期邀请各地
相关学人召开一次有准备的研讨会�就史料搜集工作
互通情报�交流经验�统一认识。在这个基础上�成立
一个由中国音协领导的常设机构�把各地原本分散
的�各自为政的有识之士组织起来�把他们的积极性
充分调动起来�采取就地取材、分工包干的办法�像国
家地质部门对全国矿藏进行普查、勘探那样�对各地
的潜在史料资源来一次广泛深入的开掘�并商请各音
乐艺术院校的学报以及《人民音乐》《中国音乐学》《音
乐研究》《音乐周报》等报刊�用一定的篇幅辟出专栏�
及时地将新发现的、过去不为人知的相关史料予以披
露；必要时还可以分批作为“专辑”出版（上世纪80年
代初�中国音协曾有过出版中国新音乐史料的打算�
并已开始集稿�可惜由于经费问题而未果）。我想�这
个计划如果措施得当�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又能坚韧
不拔�持之以恒�期以10年�我们就一定可以在史料
搜集方面获得丰厚的回报�就可以为写出一部20世
纪中国音乐的 “信史”奠定牢固的基础�从而把 “重写
音乐史”的愿望真正落到实处。也只有如此�才不负百
年来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先人对我们这
一代学人的殷切期盼！

我自知并不具备“登高振臂一呼而和者众”的资
格�也不敢存此奢望；倘能像 “暮霭中随风飘散的晚
祷钟声”�虽然微弱�却隐约可闻�就已经于愿足矣。
如果这些痴人说梦的话竟然一旦梦想成真�作为已
是垂暮之年、去日苦短的我�也算为“重写音乐史”这
一浩大而艰巨的工程�尽了自己绵薄之力了！

丙戍开春试笔�
惊蛰前十日草成。

时正困于足伤而举步维艰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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